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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渐成为国

际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海外华人华侨网络曾经积极促进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是否在这个

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领域尚未充分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经典的

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利用

2001-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数据，通过混合逻辑模型回归分析海外华人华侨对中

国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从投资时间上看，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显著性呈现扩大趋势，说明华人华侨在促进中国

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③ 从投资的行业和环节上看，不同行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

业在东南亚投资中海外华人华侨在其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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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走出去”战略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企业融入经济全球化的
步伐加快[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已经由2002年的27亿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1456.7亿
美元，首次超越日本，位列全球第二[2]。然而，由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不足，
如何选择对外投资地，成为中国企业关注的首要问题[3-5]。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关系型”
社会，个体或者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往往带有浓厚的“人情”色彩，例如投资决策、劳
工招募和企业管理中往往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来建立初步的信任和交流[6-7]。当前中国企业
日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力军，海外华人华侨网络能否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
的作用，协助、吸引、带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8-10]。当前大
量理论及实证研究表明，共同语言背景能够为语言母国的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操作运营中
带来便捷沟通和交流润滑的积极作用，民族关系网络在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
也起到增加信任、减少沟通障碍等重要作用[10-13]，但是海外华人华侨网络能否对中国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学尚未充分揭示的问题。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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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拟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
择的影响。

当前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在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研究中已经有丰富的理论基础，
早期理论研究主要以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作为其研究对象[14-15]，例如邓宁提出
OLI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中具备一定竞争优势的企业才有可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16]。然
而，20世纪 7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走上对外投资的道
路，基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理论暴露出适用性方面的局限[15, 17-18]。具体而言，① 对于
本身不具备所有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为何可以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这一点难以解释[15, 19]；
② 对于“优势”这一概念的认识缺乏全面性，它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是静止的而
是动态的，企业只要具备了某一种或多种广义的相对优势就具备了到东道国开展直接投
资的能力[15]。因此，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开展分析和解释，创立了各
具特色的理论学说，如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产业升级理论、动态比较优
势投资理论等，以此构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14, 20-21]。尽管这些理论对研究发展
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但这些学者尚未充分关注和讨论社会关系
网络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相比之下，经济地理学家已经对这个话题，做出了许多卓有
贡献的研究，例如对港资和台资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后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投资，均证实
了华人关系网络在此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大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海外
华人华侨一方面充当投资说客，积极对外宣传中国的投资环境，引导国际资本进入中
国，同时协助中国厂家打通海外出口市场渠道；另一方面也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力
军，直接在大陆地区投资设厂，例如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企业家[22-25]。从有关族裔
关系网络的研究中可知，促进贸易与投资并非海外华人华侨网络的专有特性。Javorcik等
的研究证实美国移民与美国移民原籍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 [12]。除了这种直接的带动，连同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社会关系网络还可以承担知
识和资本输送网络的作用，由此对发展中地区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例如Saxenian揭示
了中国和印度出生的工程师在发达地区产业集群中就业之后，正在更快、更灵活地转移
远距离区域经济之间的技术和知识，因此显著地加速了本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 [26]。
Yeung更是指出，跨国社会群体正在成为全球性的非正规技术传递网络，由此改变了传
统的由企业控制技术空间传播的局面[27]。近年来，经济地理学家逐步关注到海外华人网
络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发展的影响。当前的研究已经发现海外华人社区在欧洲地区对中
国企业投资有显著作用[28]。这种作用可以理解为语言和文化交流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企
业倾向于选择沟通障碍较小的地域进行投资。但是，当前研究尚未证实这种机制是否具
有普遍性。对于东南亚地区而言，海外华人华侨更为密集，从文化和语言差异上来看，
均与国内营商环境较为接近。社会关系网络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是否还会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用？是否在降低语言和文化障碍之外，社会关系网络还有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是本文
试图探究的问题。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关系网络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
存在积极的影响。为了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中国商务部备案登记的对外投资
企业2001-2016年在东南亚投资的数据，首先描述了东南亚华人华侨的现状，考查了中国
企业在东南亚投资的空间分布特征，然后提出假设，建立混合逻辑模型检验东南亚华人
华侨的规模以及关系密度对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的变化
趋势，最后本文比较了不同行业的企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业对华人华侨的不同需求程
度，从而证实这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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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区域、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为东南亚的10个东盟成员国，分别是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总面积 443.56万 km2，2015年人口约
6.01亿，GDP达 2.4万亿美元。本文将东南亚的 10个东盟成员国作为本文的研究区域，
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①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来看，东南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的热点区域，2015年流向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流量为146.04亿美元，同比增长87%[29]。
② 东南亚地区是海外华人华侨重要迁居地，华人华侨移居东南亚历史悠久且人数较多，
占海外华人华侨总数的73%左右[30]。他们具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成熟的生产营销网
络、广泛的政商人脉关系、牢固的中华语言文化教育与传播平台和独特的融通中外优
势，对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2 研究方法
2.2.1 模型选择 当前对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通常根据离散选择模型来评估[31]，假设一个
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公司会选择投资到预期回报最大化的区位，最终每个企业的区位选择
被认为是所有可替代选择方案中离散选择的结果。换句话说，在控制需求因素、供给因
素和外部经济因素的条件下，当决定在东南亚的哪个国家投资时，中国企业面临带有特
定区位属性的10个可替代区位。为了评估这些区位选择，本文利用混合逻辑模型进行回
归分析，主要考虑所研究的问题既有“随方案改变”的解释变量，如华人华侨的数量，
也有“随个体改变”的解释变量，如不同企业的产业性质，混合Logit模型能够解决无关
方案的独立性特性和喜好随机性限制[32-33]。
2.2.2 假设检验 （1）基于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对外投资地选择的假设。已有实证
研究认为海外华人华侨规模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具有正面作用。Buckley等认为更大规模
的华人华侨能够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情报和当地信息，中国投资者们通过接入民族社交和
商业网络获取区位上信息的能力也潜在增强[34]。Kelly等利用 2007-2011年中国企业在美
国的投资数据，探讨了中国企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其中华裔人群的相对规模是中国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区位选择预测中最强的因素之一[35]。这
些研究揭示，拥有更大数量华裔常住人口的国家通常显著地吸引了更多的中国投资。但
是，对于华人华侨最为聚集的东南亚地区，尚未有研究证实这一猜想。因此，提出如下
假设：

假设一：在东南亚的某一国家，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投资可能性之间存在一种
正相关关系。

（2）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对外投资地选择的时序变化假设。2001年12月11日，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进入崭新阶段。有关研究表明，2001年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5]，
因此研究数据以2001年为开始节点。Dunning提出了对外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一国
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本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发展阶段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具有
周期性规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36]。许多学者将其应用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
分析上，并取得了一些成果[14-15]，普遍认为2007年前后中国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
进入到第三阶段。2006 年 7 月 5 日由国家发改委等联合印发的《境外投资产业指导政
策》对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具有突破性意义。因此，本文以2006年作为第一阶段与第
二阶段的分界点。另有研究表明，从 2011年人均GDP超过 5000美元开始，中国进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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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外资增减变化的最后一个阶段[14]。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中国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再次获得加速发展。因此，本文将 2012 年作为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分
界点。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外华人华侨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
是否一成不变？如果有所变化，它又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变化过程？从已有研究来看，有
学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华侨网络对 FDI 流入中国所起的促进作用变得越来越
小[10]。反而言之，华人华侨对于吸引中国投资的作用是否也是逐渐减弱呢？因此，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二：在东南亚的某一国家，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投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随
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

（3）基于企业性质的中国对外投资与华人华侨关系的假设。产业部门比较。服务业
具有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不可分离性，与制造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分属不同产业
部门的中国企业对于利用华人华侨网络来推动投资的需要也应该是变化的[37]。服务业经
常要求与客户保持紧密的联系、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服务以及适应当地市场的规则和顾
客的偏好，尤其是在信息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部门，如法律咨询和顾问，对当地受过良
好教育的综合型劳动力需求旺盛[13]。而制造业企业虽然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克服一些
贸易阻碍如关税和进口配额，但是当生产的产品高度标准化时，了解东道主国市场偏好
和客户需求的信息就不那么重要了[19]。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三：在东南亚的某一国家，华人华侨关系网络与中国企业投资可能性之间的关
系在服务业企业中更为显著。

职能部门比较。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区别相类似，企业的各个职能部门之间对
于知识信息强度以及熟悉当地的工人的需求上也有不同[38]。上游的职能部门，如企业总
部和研发机构，通常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学历人才，管理者要对当地市场规则和情况
具有综合的认识，掌握一些当地的人脉网络；下游的职能部门，如销售、营销和后续服
务，主要依靠的是对当地语言、贸易环境和消费者偏好有着清晰了解的本地人员。而与
生产相关的中间部门，对自然资源、交通区位等方面的需求更大，不同于上下游职能部
门可通过当地的华人华侨明显的降低特定位置要求的成本和负债。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四：在东南亚的某一国家，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投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在
上下游职能部门企业更为显著。
2.3 研究数据
2.3.1 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投资 为了调查华人华侨关系网络在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
面的影响，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来自中国商务部备案登记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同时，利
用已知企业网站的信息扩充对外投资企业数据库，对其重新进行了清洗并依据经营范围
定义企业所属的产业部门和职能部门，提高了数据的可比性。最终的数据库包括来自中
国大陆的 5492 家企业。自 2001 年以来，共有 5492 家企业在 10 个东南亚国家（东盟十
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
寨） 投资。企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新加坡 （18.6%）、越南 （17.4%）、印度尼西亚
（14%）等国家。表 1列出了中国企业在不同产业和职能部门的数量和分布。数据表明，
大多数的中国投资是来自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38.8%）、低端制造业（24.2%）和中端
制造业（13.3%）。在职能部门方面，大多数投资集中在销售部门（49%），其次是生产部
门（21%）和服务售后部门（14.3%）。
2.3.2 海外华人华侨 对于世界华人华侨的数量，一直以来没有相对一致的统计数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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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移民国有官方的人口普查数据和出
入境数据可以利用，也有对非法移民数量
的估计，因此发达国家华人华侨的数据相
对容易获取。而东南亚的华人华侨经过多
重劫难和变迁，大多为超期滞留者或非正
式移民入境者且能通过各种方法取得当地
定居身份，其数量难以统计[39]。故本文通
过多方来源数据的对比分析，最终决定采
用 2015年 10月 10日发布的世界华人华侨
人口分布统计表的数据作为东南亚华人华
侨的统计数量（表2）。考虑到本文的研究
重点在于特定区域内投资区位的选择问
题，故使用一个虚拟变量来度量大规模海
外华人华侨群体的存在。如果东南亚某一
国家的华人华侨数量大于东南亚十国华人
华侨数量的切尾平均数（3437143人），则
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

然而，东南亚各国之间人口总数、国土面积差异较大，单一选取华人华侨的绝对数
量作为解释变量难以说明问题。为了遵循研究的严谨性，另增加华人华侨比例
（Chinrate）以及关系密度（Networkit）两个变量。海外华人华侨之间通常通过相同的祖
籍、相近的血缘关系、相同的工作业务等连接在一起，形成庞大的族群网络，并依靠这
种多层次纽带以及关系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网络，传播和共享信息。借鉴Gao等[8]的方
法，用各国华人华侨人口占该国总人口的比例来近似地衡量华人华侨网络的活动强度。
一国华人华侨的比例越大，该国华人华侨之间联系越密切[40]，中国企业对其直接投资的
可能性就越高。那海外华人华侨与中国企业经营者之间网络关系的密切程度又应该如何
衡量呢？本文仍然选择沿用有关学者对这一指标的替代计算方法，即使用第 t年居住在 i
国的华人华侨人口占 i国总人口的比例与当年中国海外华人华侨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
乘积来进行测度[41]，乘积越大，表示两地之间关系越密切，这种网络关系越密切，中国
企业对其进行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

表2 2015年东南亚各国华人华侨人口数量情况
Tab. 2 The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n 2015

国别

印度尼西亚

泰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缅甸

菲律宾

越南

柬埔寨

老挝

文莱

年份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2015

华人华侨人数(人)

10000000

9500000

7500000

3500000

1440000

1960000

2610000

860000

190000

58230

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例(%)

3.9

14

24.7

63.2

2.7

1.9

2.8

5.5

2.8

14.8

紧密度

0.001283

0.00462

0.008172

0.020898

0.000883

0.000643

0.000941

0.001825

0.000923

0.004548

表1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的产业和职能部门分类
Tab. 1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function of

Chinese corporate investments in Southeast Asia

产业分类

租赁与商务服务业

金融服务业

高等制造业

低端制造业

中端制造业

自然资源与能源产业

软件与通信产业

交通与物流产业

职能分类

总部

物流部门

生产部门

研发部门

销售部门

服务与售后部门

企业数量(家)

2136

28

514

1330

728

445

145

166

企业数量(家)

160

382

1152

322

2692

784

占比(%)

38.8

0.5

9.4

24.2

13.3

8.1

2.6

3

占比(%)

3

7

21

5.9

49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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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控制变量 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需要控制那些可能混淆海外华人华侨和中国企
业投资可能性之间关系的因素。根据传统的区位选择和区域经济文献，企业在选择区位
时通常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因此，与东南亚各国吸引力相关的3种变量
分别是：① 需求因素，因为企业对外投资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寻求市场和开拓市场[42]，
所以市场规模的大小可以体现出需求量的大小；② 供给因素，主要与生产经营成本相
关，如劳动力成本、公司税率[43]；③ 外部经济因素。表 3 是主要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为了检查多重共线性问题，对解释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表3、表4）。

在需求因素方面，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主要是为了寻求市场和开拓市场，故选择

与区域经济规模相关的经济变量。区域经济规模由生产总值（GDP）衡量，数据从世界

银行官方网站（The World Bank）中获取。在供给因素方面，主要是与生产要素成本相

关的变量，包括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2015年东南亚各国劳动力成本数据来自世界上

最大的用户的城市和国家相关数据资源网站的Numbeo网站。资本成本，选取的是全球

经济指标网站（Trading Economics） 2015年东南亚各国的公司税率。在外部经济因素方

面，使用的是《中国统计年鉴》中2000年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发生贸易往来的贸易量来控

制与中国拥有长期贸易合作关系的国家的吸引力。

表3 模型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 3 Portfolio of the proposed variables in this study

名称

华人华侨规模(Chinnum)

华人华侨群体(Chincomm)

华人华侨比例(Chinrate)

关系密度/紧密度(Network)

国内生产总值(GDP)

工资成本(Cost)

公司税率(Tax)

贸易量(Trade)

观察值(Observation)：54920

简要介绍

东南亚某一国家华人华侨的数量

如果东南亚某国华人华侨的数量大于 3437143人，则取
值为1

东南亚某国华人华侨数量占该国总人口的比例

第 t年居住在 i国的华人华侨人口占 i国总人口的比例与
当年中国海外华人华侨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乘积(t=
2015)

东南亚某国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单位：十亿美元)

东南亚某国2015年工人的年平均工资(单位：美元)

东南亚某国2015年的公司税率

2000年与中国的贸易总额(万美元)

投资项目(Investment)：5492

均值

3761823

0.4

0.14

0.004

243.81

8973.6

22.35

395215.1

标准差

3615877

0.49

0.18

0.006

246.11

9780.98

3.72

376293.8

表4 自变量相关性检验
Tab. 4 Correlation test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变量

ln Chinnum

Chincomm

Chinrate

Network

ln GDP

ln Cost

Tax

ln Trade

(1)

1

0.4745

0.1823

0.1805

0.8793

0.0454

0.2173

0.8834

(2)

1

-0.1301

-0.1306

0.3044

-0.1436

-0.0187

0.3214

(3)

1

1

0.2089

0.8434

-0.5314

0.3797

(4)

1

0.2072

0.8431

-0.5335

0.3780

(5)

1

0.2064

0.2247

0.9637

(6)

1

-0.4994

0.3603

(7)

1

0.0714

(8)

1

注：ln代表的是取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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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结果

3.1 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对外投资地选择间呈正相关关系
表5是混合逻辑模型回归的结果。结果表明，东南亚某一国家海外华人华侨的规模

（列1和列2）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积极且显著的关系；ln Chinnum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在华人华侨数量更多的国
家，华人华侨数量较多的国家意味着华人华侨网络较复杂，与当地社会网络联系较密
切，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在华人华侨数量更多的国家将更容易获取当地信息、降低成本、
减少投资风险。Chincomm的回归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说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
华人华侨规模较大的国家。因此，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华人华侨网络对外商直接投资中国
具有重要意义[9, 44]，本次研究证实华人华侨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样起到积极有
效的促进作用。

同样的结论在华人比例（列 4）、关系密度（列 5）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性
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了印证。因此，可以认为检验结果与假设一一致。控制变量方面，首
先，在东南亚地区中国跨国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中供给因素比需求因素显得更为重要；
其次，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在与中国有着长期贸易关系的国家投资，这说明外部经济在中
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3.2 华人华侨与中国对外投资地选择间的显著关系增强

模型运算结果（表 6、表 7）显示，2001年至 2016年，中国企业对东南亚国家直接
投资的可能性与华人华侨之间的关系并非逐渐减弱，而呈现增强的趋势。这一检验结果

表5 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区位选择Mixed-logit模型回归结果
Tab. 5 Results of the Mixed-logit model for the locational choices of Chinese corporate investments in Southeast Asia

变量

ln Chinnum

Chincomm

Chinrate

Network

ln GDP

ln Cost

Tax

ln Trade

Investments

Observations

(1)

0.0774***

(-0.0431)

0.0212

(-0.0488)

-0.326***

(-0.039)

-0.108***

(-0.00528)

0.134**

(-0.0627)

5492

54920

(2)

0.197***

(-0.0475)

-0.0601

(-0.0474)

-0.419***

(-0.025)

-0.106***

(-0.00536)

0.228***

(-0.0379)

5492

54920

(3)

-0.391***

(-0.0973)

0.574***

(-0.106)

-0.301***

(-0.076)

-0.774***

(-0.0919)

-0.104***

(-0.00535)

0.685***

(-0.12)

5492

54920

(4)

5.294***

(-0.228)

0.294***

(-0.0492)

-1.377***

(-0.0562)

-0.0762***

(-0.006)

-0.015

(-0.0424)

5492

54920

(5)

159.9***

(-6.886)

0.294***

(-0.0492)

-1.377***

(-0.0561)

-0.0767***

(-0.006)

-0.015

(-0.0424)

5492

54920

注：ln代表的是取自然对数；***表示P < 0.01；**表示P < 0.05；*表示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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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假设相违背。为了深入探究这一

情况的原因，通过查阅文献，推测可

能有 3 个方面的原因：① 在 21 世纪

初，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萌芽状

态，2002 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 27

亿美元。在投资东南亚的 179家企业

中，有近40%的企业是国有企业。国
有企业对外投资受政治、外交等其他
因素影响，并非简单地寻求经济效
益，因此对于通过华人华侨来减少交
易成本、获取更多信息这一优势的吸
引力并不敏感；② 东南亚地区仍然
是以发展中国家占多数。根据蒙英华
等人的论证表明，华人华侨网络的影
响会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和法制机制
的完善而减弱[10]，因此在东南亚国家
普遍经济水平仍然偏低，法律体制仍
然不够完善的现状下，华人华侨网络
在一段时期内仍能发挥它的显著作
用；③ 还与中国影响力的增强以及
东南亚华人华侨社会地位的上升有
关。2014年华裔钟万学成为雅加达特区首位华裔省长，2014年马华公会和马来西亚民政
党重返内阁[45]，这些成果都扩大了华人华侨的社会影响力，也显示出华人华侨在促进经
济发展、对外投资方面的巨大潜力。

表6 分时段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区位选择的回归结果(1)
Tab. 6 Regression result for Chinese corporate investments

in Southeast Asia in different years (1)

变量

ln Chinnum

Chincomm

ln GDP

ln Cost

Tax

ln Trade

Investments

Observations

(1)

2001-2005

-0.594

(-0.626)

-0.107

(-0.655)

0.27

(-0.478)

-1.113*

(-0.593)

-0.220***

(-0.0326)

0.649

(-0.765)

179

1790

(2)

2006-2012

-0.988***

(-0.167)

0.687***

(-0.177)

-0.159

(-0.125)

-1.320***

(-0.157)

-0.144***

(-0.00835)

1.060***

(-0.201)

2280

22800

(3)

2013-2016

0.0152

(-0.126)

0.669***

(-0.139)

-0.451***

(-0.0998)

-0.339***

(-0.119)

-0.0694***

(-0.00729)

0.424***

(-0.156)

3033

30330

注：ln代表的是取自然对数；***表示P < 0.01；**表示P < 0.05；*

表示P < 0.1。

表7 分时段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区位选择的回归结果(2)
Tab. 7 Regression result for Chinese corporate investments in Southeast Asia in different years (2)

变量

Chinrate

Network

ln GDP

ln Cost

Tax

ln Trade

Investments

Observations

(1)

2001-2005

2.785**

(-1.269)

0.653**

(-0.306)

-1.288***

(-0.299)

-0.227***

(-0.0388)

-0.181

(-0.263)

179

1790

2001-2005

83.28**

(-38.21)

0.652**

(-0.306)

-1.283***

(-0.298)

-0.227***

(-0.0388)

-0.181

(-0.263)

179

1790

(2)

2006-2012

5.102***

(-0.342)

0.678***

(-0.0772)

-1.414***

(-0.0832)

-0.123***

(-0.00985)

-0.322***

(-0.0654)

2280

22800

2006-2012

153.2***

(-10.3)

0.677***

(-0.0771)

-1.408***

(-0.0828)

-0.124***

(-0.00985)

-0.322***

(-0.0654)

2280

22800

(3)

2013-2016

5.631***

(-0.321)

-0.0048

(-0.0665)

-1.379***

(-0.08)

-0.0361***

(-0.00789)

0.218***

(-0.058)

3033

30330

2013-2016

170.9***

(-9.718)

-0.00511

(-0.0665)

-1.385***

(-0.0801)

-0.0363***

(-0.0079)

0.218***

(-0.058)

3033

30330

注：ln代表的是取自然对数；***表示p < 0.01；**表示p < 0.05；*表示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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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华人华侨与中国对外投资地选择间的关系存在异质性

在不同的产业部门和职能部门之间，海外华人华侨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

影响是不同的。产业部门方面（表8），服务业（列2）与制造业（列1）相比，海外华人

华侨的规模在服务业企业对外投资中所起的影响更为积极显著。这一发现证实了假设

三，也说明海外华人华侨在提供当地信息和知识方面为中国企业融入当地市场发挥了较

大作用。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他们常常缺乏所有权优势和一些专利资源。另一方面，中

国市场对服务业管制的松紧程度又是不断变化的，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更具竞争

力的成熟市场缺乏相应的经验。最终，这些压力可能导致服务行业的中国企业在陌生市

场克服操作复杂性的难度更大。中国制造业企业可以在东道主国获取廉价的劳动力并具

有成本效益生产能力的所有权优势，尽管这一所有权优势并没有消除在陌生东道主国生

产的成本，但是它部分弥补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劣势，因此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比起利

用华人华侨网络获取当地信息的需求，廉价劳动力和成本效益生产可能在标准化产品竞

争中更为重要。

关于中国企业的不同职能部门，结果发现海外华人华侨的规模对于企业上下游部门

的投资所起的影响比起生产部门更为积极显著。相关分析表明，与管理、销售、服务和

售后相关的上下游部门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更需要海外华人华侨的帮助，突出

了华人华侨群体在中国企业投资信息和知识密集型部门的决策中预计的相对重要性，证

实了假设四。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混合逻辑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尝试揭示海外华人华侨社会网络与中国企业

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东南亚地区的研究，本文得到两个主要发现：

表8 中国企业在东南亚投资的区位选择—企业产业和职能部门异质性
Tab. 8 Variation of the locational choices in term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function

变量

ln Chinnum

Chincomm

ln GDP

ln Cost

Tax

ln Trade

Investments

Observations

(1)
(制造业)

-0.017**

(-0.115)

0.0811*

(-0.123)

-0.0876

(-0.0932)

-0.720***

(-0.105)

-0.0855***

(-0.00724)

0.197

(-0.142)

3017

30170

(2)
(服务业)

-0.708**

(-0.182)

0.922***

(-0.202)

-0.289**

(-0.144)

-0.803***

(-0.179)

-0.131***

(-0.00833)

1.050***

(-0.226)

2475

24750

(3)
(生产部门)

0.222*

(-0.193)

-0.212

(-0.202)

0.362**

(-0.159)

-0.761***

(-0.175)

-0.124***

(-0.0123)

-0.24

(-0.24)

1152

11520

(4)
(上下游部门)

0.493***

(-0.113)

0.719***

(-0.124)

-0.419***

(-0.0878)

-0.771***

(-0.108)

-0.0990***

(-0.00601)

0.848***

(-0.139)

4340

43400

注：ln代表的是取自然对数；***表示P < 0.01；**表示P < 0.05；*表示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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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南亚地区华人华侨的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积极且显著的

关系。这个关系意味着海外的宗族社会网络会对母国企业海外投资，有正面积极的促进

作用，这个结论与过往研究相吻合。在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尽管华人华侨人数众多，但

是仍然是一个少数群体。为了能在海外得以生存和延续，华人华侨倾向于团结起来、积

极利用各种资源、争取更多的经济与政治权益[10]，久而久之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络。这一关系网络对于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样重要。中国社会不同于欧美国

家，是典型的“关系型”社会[6]。企业在海外投资时，通过选取华人社会网络较为丰富的

地域，有助于降低双方进行交易的“搜寻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法律不健全的地区

可以降低契约的执行成本，从而提高商业运作的效率，因此这些社会网络可以成为影响

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2）本文发现这种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内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华人华侨社

会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化。然而，一般情况下，我

们会以为这个关系会随着时间推移减弱。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华侨在促进

对外投资上的作用并没有减弱。对不同的产业和职能部门的分析发现，对于信息密集型

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和职能部门，中国跨国企业更倾向于在具有大规模华人华侨的地区进

行布局；相比于制造业部门，这种关系在商业服务业部门更为显著。这些特征都体现了

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对本地信息和资源可获得性的偏好。

本文的贡献在于利用东南亚地区的数据，对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作

用展开实证，充分肯定了社会关系网络对跨国企业全球化的作用。基于以上的研究结

论，本文提出 3点建议：① 不论是企业投资决策还是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

都需要重视海外华人华侨关系网络。海外华人华侨网络关系网络可以有效地减少东道主

国与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差异，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中国“走出

去”战略的顺利实施。②“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

亚国家华人华侨人口比例大，且当地的经济、政治条件等适宜中国企业的进入，中国企

业可以加大对其投资，促进经济共同发展[46]；③ 政府部门可以制定相关政策来加强中国

企业家、华人华侨与特定海外华人团体之间的国际合作，对促进华人网络的扩张及中国

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局限在于采用的是国家一级的统计数据，而对于指导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

来讲，仍需细化研究的空间单元。同时，本文最终通过间接方法证明了华人华侨规模与

中国企业投资区位选择可能性之间存在显著关系，但没有实际案例加以佐证或深入探究

其中的作用机制与机理。这两方面的问题有待于将来的进一步研究与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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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tion choices of Chinese outbound
enterprises and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s:

The case study of 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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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Going Global"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is playing a critical role in the global economy.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China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nfluential force in the
global market.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as revealed how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s and
communities promoted foreign investments into China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Whether these
networks and communities can drive Chinese capital to expand overseas once again is
ambiguous. Employing the classical location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Chinese corporate
investments in Southeast Asia from 2001 to 2016.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official
information of Chinese corporations released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China. This
research covers 10 countries located in Southeast Asia including Malaysia, Philippines,
Thailand, Singapore, Indonesia, Brunei, Vietnam, Cambodia, Myanmar and Laos. Utilizing the
discrete-selection logit regression model, the study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site selection of Chinese outbound invest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overall,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outbound investment is
apparently significant; (2) in terms of time sequenc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rrelation is
soaring up, indicating that overseas Chinese have potentials in imposing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romotion of locational choi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while the impact is potentially on the
rise; (3) as for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functions, the impact is various and significant
only in some industries and corporate segments. These findings affirm the positive value of
overseas Chinese social networks on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corporations. Conside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s.
Keywords: OFDI; social network; overseas Chinese; location choice; Sou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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